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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史·

从宗教诉求到族群认同:印度
帕西人的起源及演变*

谢 志 斌

[摘 要]7世纪末8世纪初,波斯一部分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不愿改宗伊斯兰教而被迫背井离乡,在“宗
教诉求”的驱动下形成团体,几经辗转,于8世纪中后期登陆印度。此后经过近三百年的努力,该群体通过
建构他者认同和完善共生模式,顺利定居塞犍,成功建立火庙,得以融入新环境,成为新的族群,被印度人
以“波斯”谐音称为“帕西人”。10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帕西人在与不同族群、宗教团体的交往和冲突过
程中强化了“族群认同”,在个人选择与社会确认的共同推动下成为一个稳固的族群,并以塞犍为中心不断
向外迁徙,最终形成五个宗教片区和多个聚居中心。帕西族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共生体在“自我归因”
与“他人认定”的双重形塑下,实现从“宗教诉求”到“族群认同”的演变、提高群体共生度和社会适应度并借
此进行互动的自组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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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族群二者之间经常存在复杂且多元的互动关系。其中,从宗教团体转变为族群是人类历
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像印度帕西人这样,一个宗教团体迁徙到异地他乡之后逐渐弱化宗
教性而强化族群性最终成为新族群的历程,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中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以说是与犹
太人的族群建构路径截然相反的历史个案。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7世纪,琐罗亚斯德教长期作为
波斯地区的主流宗教,不仅形塑了该地区的宗教价值观,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民众的社会生活,并凝结
为波斯人社会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
8世纪至10世纪,随着阿拉伯人征服的不断深入,波斯地区的一部分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不愿改宗伊
斯兰教,几经辗转最终迁往印度西海岸。经过长期的调适和努力,最终成为印度的少数族群之一,被
印度人以“波斯”谐音称为“帕西人”(Parsis)①。19世纪,印度帕西人在法国、英国、葡萄牙、荷兰等欧
洲国家入侵南亚次大陆时,凭借自身的精湛技艺、经商天赋和优良品格,抓住机遇,通过造船业、纺织
业、经理行等途径,实现经济上的崛起,成为印度的精英阶层,对印度乃至整个南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
生活产生重要影响②。然而,20世纪中叶以来,帕西人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人口锐减,部分成员流散海
外,甚至不少人担忧这个族群会在未来消亡,并认为这个民族宗教团体的灭绝也将导致琐罗亚斯德教
宗教传统的丧失③。帕西人令人堪忧的状况引起了学术界及其他社会各界相关人士的关注和研究。

族群认同是族群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之一,“建构论”一派的主要代表、著名挪威人类学家弗
雷德里·巴斯明确提出“族群边界”(EthnicBoundary)理论,扩展了族群认同的理论,成为认同研究
中的重要分析工具。巴斯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工具利益驱动和情境变化的特征,认为族群作
为一种组织型态(OrganizationalType),主要特征在于“自我归因”(Self-ascription)与“他人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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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亚佛教与伊斯兰教交流史(7—18世纪)”(220ZJ011)。

Parsi、Parsis或Parsee,中文一般译作帕斯人、巴斯人或帕西人,本文采用“帕西人”译名。
参见谢志斌:《19世纪以来印度帕西人的社会融入与生存挑战》,《世界民族》2022年第4期,第114～126页。
玛丽·博伊斯:《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MaryBoyce,Zoroastrians:TheirReligiousBeliefsandPrac-
tices),伦敦:劳特利奇及根·保罗公司1979年版,第289页。下文书名简称《琐罗亚斯德教徒》。



(AscriptionbyOthers)。所以,一个族群的形塑,是行动者运用族群身份去类型化区分“我群”(in-
group)与“他群”(out-group),从而组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借此进行互动的一系列过程。而
且,在不同的可见利益和具体情景下,认同的建构也是随之变化的①。正如印度帕西人的祖先当初为
了坚守信仰而被迫离开故土,在长期的艰难困苦中顽强生存,在异国他乡得以重生,从琐罗亚斯德教团
体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族群,其内在凝聚力和共生属性也从简单的“宗教诉求”上升为复杂的“族群认同”。

本文以《塞犍传奇》②为主要依据,参考相关文献,借鉴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对琐罗亚斯德教徒
从波斯到印度的逃散迁徙过程进行梳理,分析印度帕西人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共生属性的演变轨迹,
揭示帕西族群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内学术界对帕西族群研究的
薄弱状况;其次,以期对琐罗亚斯德教在印度传播的历史的研究有所补充;最后,对思考小族群的历史
发展和生存策略问题提供参考。

一 琐罗亚斯德教徒被迫离开波斯

正值萨珊王朝(224—651年)渐趋衰落之际,阿拉伯帝国迅速崛起并很快征服萨珊王朝,从此改
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民族、宗教和语言格局。13世纪,蒙古人的铁蹄踏破阿拉伯帝国,开始了对古
代伊朗地区长达二百多年的异族统治。在这长达数百年的异族统治时间里,琐罗亚斯德教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1.琐罗亚斯德教主流宗教地位的丧失
自491年爆发马兹达克起义后,萨珊王朝统治基础开始动摇,逐渐走向衰落。到6世纪时,萨珊

王朝为夺取亚美尼亚和通向东方商路的控制权,爆发了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这场商路争夺战持续
了近百年,极大地削弱了萨珊帝国的实力,且加重了人民负担。自628年始,激烈的内外矛盾加剧,权
力之争不断升华。至632年,皇室内子弑父、弟弑兄乱象迭出,4年时间更换12位国王,可见政局动
荡和混乱的程度。在如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又遭受到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势力的入侵。632年,第一
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AbuBakr, ,573—634年)在穆罕默德去世后即位。据说,为
了将多神信仰和其他异端信仰从“唯一的真主世界”中清除出去,他领导伊斯兰阿拉伯人投入了一场圣
战。虽然最初他对与“法尔斯”(即伊朗人)作战没有信心,但仍鼓动教徒们奋起作战,打出半岛③。

633年(也有较新的说法认为第一波阿拉伯人早在628年即开始入侵),奉第二任哈里发欧麦
尔·伊本·哈塔卜( ,约591—644年)的命令,哈鲁德·本·瓦利德(KhaludBenWalid)
率领一万人,莫萨纳(Mosanna)另外率领八千人,向伊拉克(Erak)下游的波斯总督霍尔马兹
(Hormaz)进军,拉开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大战的序幕。战火绵延十数年,此消彼长,直到650年,阿
拉伯人最终占领伊朗东部的克尔曼、呼罗珊和阿富汗地区。至652年,除里海南部山区泰伯里斯坦
(T.abaristãn)外,阿姆河以西的地区都被阿拉伯人占领。波斯君王耶兹底格德(YazdegerdⅢ,伊嗣侯
三世)最终于651年惨死在梅尔夫(Merv)附近一位谋财害命的磨坊主手中,标志着统治波斯帝国415
年的萨珊王朝灭亡。

随着萨珊波斯帝国的灭亡,阿拉伯人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迅速建立王国。与帝国同时陨落的还有
琐罗亚斯德教在波斯地区的主流宗教地位。不断有波斯人被迫放弃他们祖先的信仰,火庙和其他圣
地被摧毁或改造成清真寺,琐罗亚斯德教的痕迹大多被抹去,琐罗亚斯德教徒也跌入天翻地覆的生活
困境中。

2.琐罗亚斯德教徒沦为“契约之民”
据说,“在征服波斯时,伊斯兰士兵穿越巴格达(Bagdad)的哈利夫蒂特(khalifat),提出了死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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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弗雷德里克·巴斯著,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对于帕西人早期选择印度并在此定居的历史过程记载资料很少,大多数记载都出自于《塞犍传奇》。该书原文为“Kisseh-i
Sanjân”,又译作《基萨桑赞》,被帕西人视为“圣书”。该书成书于Yazdajardi960年(Y.D.960,即1591年),现存最早的写本
是1692年完成的。
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著,张鸿年译:《波斯帝国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8页。



《古兰经》的选择,并迫使被征服的地区接受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①。但实际情况更加复杂。似乎最
初哈里发军队并没有以改变当地人的信仰为主要目的②。所以,阿拉伯统治者在征服波斯时还给出
了除《古兰经》和死亡之外的第三种选择———交纳贡品。在征服波斯的过程中,一旦获得一片新领地,
在一番掠夺和破坏后,占领者就会和当地的幸存居民签订一份协议,琐罗亚斯德教徒承诺“向伊斯兰
军队指挥官上贡50000迪拉姆币(Dirham)”,而伊斯兰将军“将会以真主名义起誓,以后不再杀害或
奴役这里的居民,或拆毁他们的火庙。在这片属于伊斯兰教徒的土地上,他们交纳税金,将会被平等
对待,正如阿拉伯的子民一样”③。因为在新征服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数量众多,所以在征服初期
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更为稳妥。伊斯兰征服者认为适当的宽容能让波斯人迅速臣服,只要他们遵守
法令,缴纳一定数量的钱财,大家便能相安无事,况且波斯的富裕着实令征服者心动不已。哈里发曾
坦言:“如果有人民来投靠你,就与其签订协议,遵守允下的诺言。让被征服者继续遵守既有的律法与
传统。按照约定,我们只看重他们的贡品,许可其保有自己的土地与信仰。”④所以,这些缴纳人丁税
(Jazia)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便成为“迪米之民”(Dhimmi)⑤,即契约之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且
受阿拉伯人的保护。671年,作为统治波斯东部的阿拉伯人总督齐亚德·阿比希(ZiyadAbihi)曾计
划派人杀死锡斯坦(S1stãn)的琐罗亚斯德教大祭司沙普尔(Shapur)并熄灭该教圣火,但锡斯坦的伊
斯兰教徒因有约在先,便写信请示哈里发中央政府。哈里发在回信中明确写道:“你们不能伤害他们,
因为他们和我们缔结了和平契约,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的事。如果先知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他会消除伊
斯兰教之外的所有宗教,但他没有这样做。因此在人丁税的基础上与他们保持和平。”⑥

实际上,“阿拉伯(伊斯兰)征服萨珊帝国后,并未立即实现该国的伊斯兰化。伊斯兰教尽管从一
开始就是统治者的宗教信仰,但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才成为伊朗的多数宗教”⑦。正如玛丽·博伊斯所
言,“7世纪阿拉伯征服波斯并非仅通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而是经过三百多年的时间才取得成功,被
征服以后的两三个世纪里,祭司长的地位仍然尊贵、影响深远”⑧。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前期,大
多数波斯人仍然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而非伊斯兰教,此时的伊斯兰教仍然主要是阿拉伯征服者所信奉
的宗教。在面对大多数波斯民众并未皈依伊斯兰教这一现实时,倭马亚王朝第一代哈里发穆阿维
叶·伊本·艾比·苏富扬(Mu‘ãwiyaibnAb1Sufyãn,约597或605—680年)也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
政策,尽量淡化伊斯兰教徒与非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3.琐罗亚斯德教徒生存环境持续恶化
随着波斯领土的不断沦陷,阿拉伯人的心态亦随之发生转变,迫切要求波斯人改宗伊斯兰教,阿

拉伯化政策也越来越深入,琐罗亚斯德教徒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即使有契约的保障,波斯的“迪米
之民”和“麦瓦利”(al-Mawali)⑨的处境仍不断恶化,被剥夺各项政治权力,被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经济
负担日益加重,社会地位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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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萨巴伊·弗拉姆吉·卡拉卡:《帕西人的历史:包括他们的礼仪、习俗、宗教和现状》(DosabhaiFramjiKaraka,Historyof
theParsis:IncludingTheirManners,Customs,Religion,andPresentPosition),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884年版,第23
页。下文书名简称《帕西人的历史》。
参见埃尔顿·丹尼尔著,李铁匠译:《伊朗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70页。
艾哈迈德·伊本·亚希雅·巴拉德胡里、菲利普·胡里·希提著,P.K.希蒂、F.C.穆尔戈滕译,《伊斯兰国的起源》(Ah.mad
ibnYah.yáBalãdhur1,PhilipKhuriHitti,trans.P.K.HittiandF.C.Murgotten,TheOriginsoftheIslamicState)第2卷,纽
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16年版,第4页。
阿瑟·斯坦利·特里顿:《哈里发及其非伊斯兰臣民:欧麦尔盟约批判性研究》(ArthurStanleyTritton,CaliphsandTheir
Non-MuslimSubjects:ACriticalStudyoftheCovenantof ,Umar),伦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37页。
“迪米之民”,Dhimmi,意即“履行义务者”或“顺民”,凡缴纳人头税者,可保留原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
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3页。

M.斯陶斯伯格:“从有权力到无权力:伊朗历史上的琐罗亚斯德教”(M.Stausberg,“FormPowertoPowerlessness:Zoroastri-
anisminIranianHistory”),戴尔·F.艾克尔曼:《中东的宗教少数派》(DaleF.Eickelman,ReligiousMinoritiesintheMiddle
East),莱顿:布里尔学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204。
玛丽·博伊斯著,张小贵、殷小平译:《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页。
“麦瓦利”(al-Mawali),又译为“释奴”,通常指阿拉伯人向外军事扩张后改信伊斯兰教的异族人。



倭马亚王朝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al-Malik,646—705年)即位后,开始在波斯
和阿拉伯帝国各地推行阿拉伯化政策,进行货币和语言的改革;规定自697年开始,波斯的所有官方
文书必须使用阿拉伯文,巴列维文只可在民间使用。这一政策引起了波斯民众的强烈不满。波斯的
总督哈查只·伊本·尤素福( ;661—714年)对仍然继续使用巴列维文的波斯人展开
了大规模屠杀,并残害那些颂扬波斯文化的民众。他还强迫“麦瓦利”使用阿拉伯语祈祷,并将不懂阿
拉伯语的“麦瓦利”集中起来与阿拉伯人一同练习祈祷。尽管如此,直到741年,阿拉伯语在波斯仍未
完全被推行。

欧麦尔二世(‘UmarⅡ,618—720年)时期,为了安抚波斯人的对抗情绪,以便更有效地推行有利
于伊斯兰化的经济政策,开始规定不管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徒还是非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只要缴纳天课
便不需缴纳其他税费,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波斯士兵可以在以后的战斗胜利中分得战利品。在这一政
策的鼓舞下,更多的波斯人纷纷改宗伊斯兰教。尽管之后波斯血统的伊斯兰教徒在人数上已经超过
阿拉伯血统的伊斯兰教徒,但是倭马亚王朝时期,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在人数上仍然多于伊斯兰教
徒。在推行缓和的经济政策的同时,欧麦尔二世继续发展麦利克的阿拉伯化政策,不断降低非阿拉伯
人的地位,凸显阿拉伯民族的优越性,比如,规定一个骑马的波斯人遇到一个步行的阿拉伯人时,波斯
人必须立刻下马,并将马让给阿拉伯人;波斯人不得与阿拉伯人并肩而立或者并排行走;波斯人不得
与阿拉伯人同席就餐;等等。

750年,阿拔斯王朝(AbbasidDynasty,750—1258年)建立,泰伯里斯坦最终于760年也被阿拉
伯人征服,波斯旧地几乎完全被阿拉伯人所统治,“迪米之民”“麦瓦利”与奴隶一样,彻底沦为被统治
阶级。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被称为伽巴尔人(Gabragan),意为异教徒,借以取笑他们不过是生活
在伽巴尔山区里的野民①。而且“迪米之民”在交纳人丁税时必须表现出低人一等,比如据特立登
(Tritton)记载,那些“根据契约而获得信仰自由的顺民”交纳人丁税时“必须站着,官员则坐着,顺民
必须表示出低人一等的情感,他手掌摊开着。官员接受后就猛击他的颈部,旁边的随从令他马上滚
开。公众被允许在场观看这种情景”②。这种情景是否具有普遍性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
时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生活常常充满不公正待遇———他们被禁止骑马、建造礼拜场所、接受遗
产,甚至不允许携带雨伞或戴眼镜③。“从此,在波斯坚持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徒们力量日小、地位日
下,作为非主流民族的宗教,备受压迫,丧失了所有权益。”④纳里曼(G.K.Nariman)指出:“帕西人之
所以迁往印度,不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为了比生命更珍贵的宗教而逃离阿拉伯人,而是因为残酷的偏
见……在那些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中,改信者不断成长为绝大多数,他们自愿或被迫地放弃了他们父辈
的信仰来接受伊斯兰教。”⑤

加之,伊斯兰统治者采取如前所述种种吸引和鼓励改教的策略,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与日俱
增。“在入侵后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大部分人口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在10世纪,琐罗亚斯德教
人口的残余只在法尔斯省( )和克尔曼省( )被发现。”⑥琐罗亚斯德教从之前占
主流地位的宗教萎缩成少数人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徒则成为边缘群体。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相反,琐
罗亚斯德教徒几乎从中世纪伊朗的政治舞台中消失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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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博伊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第147页。
阿瑟·斯坦利·特里顿:《哈里发及其非伊斯兰臣民:欧麦尔盟约批判性研究》,第227页。
奥克托·斯凯尔沃:《琐罗亚斯德教介绍》(ProdsOktorSkjærvø,IntroductiontoZoroastrianism),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
社2005年版,第3页。
玛丽·博伊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第1页。
沙普尔吉·卡瓦斯吉·霍迪瓦拉:《古印度的帕西人》(ShapurjiKavasjiHodivala,ParsisofAncientIndia),孟买:桑杰·瓦
尔塔曼出版社1920年版,第30页。
多萨巴伊·弗拉姆吉·卡拉卡:《帕西人的历史》,第54页。
阿普廷·汗巴吉:《火焰、星星和十字架:中世纪和现代早期伊朗的少数民族宗教》(AptinKhanbaghi,TheFire,theStar,and
theCross:MinorityReligionsinMedievalandEarlyModernIran),伦敦:I.B.陶里斯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4.琐罗亚斯德教徒被迫不断迁徙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处境,仅剩的一部分琐罗亚斯德教徒聚居于环境恶劣且人迹罕至的克尔曼

和亚兹德( )。另外,还有一部分琐罗亚斯德教徒早在阿拉伯人入侵早期便选择背井离乡,寻找新的
栖息地①。这一部分人就是后来印度帕西人的祖先,也是《塞犍传奇》的主人公。

根据《塞犍传奇》的记载,当初不愿改宗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首先逃亡到呼罗珊(Khorasan)地区的
科希斯坦(Kohistân)山脉(位于今阿富汗与伊朗交界处),这里地形崎岖,多山地,易于躲藏。《塞犍传
奇》是这样描述的:“自从主权从耶兹底格德手中逝去,西边的异教徒们夺取了他的王座,征服了我们
的土地。波斯就变得荒凉了。国家的宗教走向了毁灭。”②所以,琐罗亚斯德教徒放弃了他们的家园,
被迫流散到各地。据说,他们在科希斯坦山区停留了100年,但情况依然如故。有一次,“一位有德行
的智者”对他们的宗教再次感到焦虑,对信徒们说:“这里也很难留下来,因为害怕(伤害)来自其他宗
教的人。”③所以,祭司(Dasturs)和平信徒(Behdins)一起去了霍尔木兹市(Hormaz)。然而,在那里的
15年里,他们又遭到达尔文德人(Darvunds,即非琐罗亚斯德教的阿拉伯人)的骚扰④。他们不得不
再次踏上迁徙之路,有相当一部分人成功地到达了位于波斯湾入口处的奥马斯(Ormus)小岛,并在那
里又停留了15年⑤。最后,他们还是决定永远放弃他们祖先的土地,逃散到其他国家,希望生活在宁
静和能享受他们的社会和宗教权利的地方。帕西人离开祖国的起点在呼罗珊西南⑥。“最终在压迫
下,他们以真正的狂热者移民到印度。”⑦据说,他们在奥马斯买了几艘船(一说为搭上7艘或5艘大
船),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放在船上,乘船向遥远的印度海岸驶去⑧。《塞犍传奇》中记载:“他们将船
引向大海,并扬起他们的风帆。他们让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坐在船上,然后迅速驶向印度。”⑨

这些颠沛流离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社会变迁,遭受着来自战争和宗教迫害的多
重苦难,为了生存和信仰而不断奔波辗转,表现出强大的意志力。巴斯通过把族群视为“文化差异下
的社会组织”,将族群边界视为一种社会边界,可以把群体“边界”视为人们一种基于主观上的内部态
度选择○,-。这一时期,逃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尚未形成族群,只是一个宗教团体,但是他们已经有了
明显的“边界”,即有别于伊斯兰教徒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身份,这也可视为一种早期的族群“自我认定”
雏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为丰富曲折的经历,反而造就了一些优良的品质和生存
的智慧,使得其后来在印度顺利立足并得到发展成为可能。正如卡拉卡(Karaka)所说,“他们在文明
生活中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的英勇和活力令人瞩目,他们从小就骑马、拉弓、说真话”○,.。

二 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异地共生

从波斯远道而来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登陆印度,对于帕西族群史而言,无疑是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之一。这批从波斯逃亡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群体之所以选择印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以婆罗门教为主流宗教的印度雅利安文明和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主流宗教的古波斯文明之
间具有很明显的同源性和同构性。公元前4000—前3000年,南俄草原生活着印度 伊朗人,他们自
称雅利安人。约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大规模南迁至中亚河中地区,其中一部分越过兴都库什山
进入印度河流域,形成印度 雅利安人;另一些则直接南下进入阿富汗和伊朗高原,并进一步分化为东
伊朗人和西伊朗人。作为印度 雅利安人与伊朗 雅利安人的宗教,婆罗门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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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nalysisofthe16thCenturyQesse-YeSanjān,“TheStoryofSanjan”),莱顿:布里尔学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5
页。下文书名简称《琐罗亚斯德教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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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印度 伊朗人(雅利安人)原始宗教中的一些元素,所以两个宗教具有悠久渊源和内在联系。
第二,波斯与印度的交往由来已久。有证据表明,在琐罗亚斯德教徒离开波斯之前,波斯人在印

度,特别是在古吉拉特就已经存在贸易活动①。但当时来到印度的波斯人与之后的帕西人不同,他们
大都散居于印度各地,从未以琐罗亚斯德教为核心形成一定规模的宗教团体,并且大多已改信印度
教,被印度文化所同化。

第三,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传说,琐罗亚斯德在向大流士之父帕提亚的总督叙司塔司佩斯(Hys-
taspes)传教时,收服了一位印度著名的婆罗门昌郎哈查(Changranghacha)。昌郎哈查后来返回印度
并开始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播②。又据10世纪波斯诗人斐尔都什(Firdusi)讲述的故事,凯·古什塔
斯普(KayGushtasp)的儿子伊斯凡迪亚尔(Isfandiyar)王子是一位虔诚的琐罗亚斯德信徒,他说服了
印度皇帝接受火崇拜③。另有更晚些的文献记载,印度教曾经从波斯引进火崇拜的祭司到加蒂亚瓦
(Kathiawar)的德瓦尔卡(Dwarka)。由此可见,很可能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之前,琐罗亚斯德教就
可能经过坎大哈、白沙瓦和旁遮普等地后在喜马拉雅山南部地区有所传播,但无法考证其详情。所
以,来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团体在逃离家乡后选择印度,既有历史渊源和地缘优势,也有一定程
度的宗教和文化认同原因。

在琐罗亚斯德教徒登陆印度事件中,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几个比较重要的疑点需要进一步厘清,尤
其是最初登陆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第一,关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登陆印度这一时期古吉拉特地区的社会背景。从文献记载可
知,似乎当时塔吉克人或阿拉伯人入侵了古吉拉特邦。711年,伊拉克总督哈贾吉(Hajjaj)派穆罕默
德·伊本·卡西姆(MuhammadImadudDinibnQasim)入侵信德省。724年,呼罗珊总督朱奈德·
伊本·阿卜杜勒·拉赫曼·穆里(JunaidibnAbdurRahmanalMurri)派出远征队攻打巴洛克(Bha-
roch)、尤贾因(Ujain)等地。739年,塔吉克人或阿拉伯人占领了信德、卡赫、索拉什特拉邦(Saurash-
tra)、查沃塔卡邦(Chavotaka)、毛里王国(Maurye)以及瞿折罗王国(Gurjara)。当时也入侵了纳夫萨
里(Navsari)地区,但被普利克西(Pulikesi)击败。776年,哈里发马赫迪(Al-Mahd1,744或745—785
年)派遣阿卜杜勒·伊本·希哈布尔·马萨姆迈(AbdulibnShihabul-Masammai)率领军队前往印
度,攻占巴拉达(Barada)镇。后来,一些士兵死于疾病,军队其余的士兵在从波斯海岸返回时遇难。
由此可见,当时的古吉拉特也处于长期征战的大环境下。

第二,关于最初登陆的地点,有三种说法,即第乌(Diu或Diew)、塞犍(Sanjân)、苏拉特(Surat)。
根据《塞犍传奇》的记载,帕西人在印度最早的定居点是阿拉伯海坎贝湾(GulfofCambay)中卡提阿
瓦半岛(KathiawarPeninsula)南端的第乌。《塞犍传奇》记载:“当船队距离印度越来越近的时候,他
们立刻下锚停靠在了第乌。他们下船,登上第乌这片新土地。在那里,他们终于感到脚踏实地。”④第
二种观点认为,来自呼罗珊的“新来者”最初登陆地是塞犍。亨利·洛德于1621年在苏拉特写的《榕
树人和帕西人的发现》(TheDiscoveryoftheBanyansandtheParsees)一书中描述了琐罗亚斯德教
徒出逃波斯的过程。他虽然没有给出任何具体日期,但佐证了这批波斯难民首先在塞犍登陆,而且根
本没有提及第乌。同时还提到,这些琐罗亚斯德教徒当时与住在诺萨里(Nunceryt/Nowsari)的王公
签订了一个条约,在献上敬意和贡品后,被允许登陆。还有另外两个与《塞犍传奇》同一时代的文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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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第三种说法。著名旅行家、作家赫伯特(T.Herbert)爵士于1626年来到印度。他曾记录:“这些
帕西人乘坐5艘帆船从雅斯克斯(Jasquez)驶往苏拉特进入印度,在与拉吉亚茨(Rajeats)和班尼亚斯
(Bannyans)达成协议后,他们得到了入驻的许可。”①威尼斯旅行家尼古拉·马努奇(NicolaoManuc-
ci)在1656年写道:“当伊斯兰教传入波斯时,国王试图强迫他们(帕西人)成为伊斯兰教徒。因此,他
们派使者前往拜访印度教的苏拉特王子,请求他允许他们与家人一起移民到那个国家。”②这里的两
份材料指出,帕西人最初登陆的地方是苏拉特。所以,最初登陆的地点具有一定的争议。

第三,关于最初登陆印度的时间。根据《塞犍传奇》的记载,大约在萨珊王朝被推翻115年后(766
年),一些琐罗亚斯德教徒来到印度,在卡提阿瓦(Kathiawar)海岸外的第乌登陆③。通过这一部分文
献的叙述可以确定以下事件的日期:帕西人逃到科希斯坦山区的日期、他们在霍尔木兹逗留的日期、
他们移民到印度并在第乌海岸登陆的日期,以及他们在塞犍登陆的日期。根据《塞犍传奇》叙述,一队
逃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迁往科希斯坦山区的时间是在耶兹底格德最后失败并被夺取王位时。耶兹底
格德最大的一次失败是641年的纳哈万德(Naha·�vand)战役,之后耶兹底格德又度过10年苟延残喘
的余生④,651年被谋杀。据帕西人纪年,他们在科希斯坦山区避难时,是Yazdajardi20年(简写为
Y.D.20)。由于该纪年是从耶兹底格德即位年(632年)为元年,所以这一年应该是651年。他们在
科希斯坦山区停留了100年,然后来到奥马斯岛。因此,他们到达霍尔木兹的奥马斯的日期为Y.D.
120(751年)。他们在那里又生活了15年,然后来到印度,并在第乌登陆,即Y.D.135(766年)。他
们在第乌停留19年后,乘船前往塞犍并在那里登陆,即Y.D.154(785年)。

但是,当代学者对当初这些琐罗亚斯德教徒登陆印度的具体时间有较大争议。玛丽·博伊斯认
为登陆时间可能是在716年或976年⑤。大卫·怀特的说法是786年⑥。穆迪(J.J.Modi)计算出帕
西人迁徙印度的时间为785年⑦。布阿斯潘迪尔吉·卡姆丁吉(AspandyârjiKâmdinji)提出帕西人
是在716年来到印度。另外,虽然《塞犍传奇》的记载看似比较明确,但是因为版本不同,对于时间的
记录也有差异,所以也造成时间推算的复杂性⑧。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文献版本的问题,使得这批从波
斯逃亡而来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来到印度的具体时间仍然没有定论,但在印度文献的记载中大多采用
772年一说⑨。

根据以上对登陆地点和时间的讨论,可以推想,很有可能是因为多次登陆才造成了时间和地点的
不同记录。卡拉卡指出:“我们不可能认为这是波斯人离开他们祖先的土地的唯一逃亡。毫无疑问,
随着伊斯兰教徒的宗教热情和迫害精神的火焰更加猛烈地蔓延,连续发生了几次迁移。”○,-综合来看,
帕西人的最初登陆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帕西人第一次在第乌登陆,在那里居住19年后,搬到了塞犍;
第二,有两组逃亡者在不同的时间来到塞犍,一次是在697年,另一次在716年(或722年);第三,帕
西人在塞犍登陆后,于697年去了第乌,然后又从第乌再次回到了塞犍,并永久地居住在那里○,.。

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塞犍定居是印度帕西人史上的一大事件。导致帕西人离开最初登陆点第
乌,开始在印度的第二次迁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根据《塞犍传奇》记载,起因是发生了一件带有神
秘色彩的事件,而且整个从离开第乌到定居塞犍的过程,充斥着各种宗教传说和寓言故事。

关于琐罗亚斯德教徒从第乌的离开。据说,一位年老的大祭司通过占卜,认为应该离开第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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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沙普尔吉·卡瓦斯吉·霍迪瓦拉:《古印度的帕西人》,第35、35、40页。

⑦⑧ 吉万吉·贾姆谢吉·莫迪:《帕西人早期历史中的几个事件及其日期》,第25、70、9页。
约翰·马尔科姆:《波斯历史:从最早期到现在》(JohnMalcolm,TheHistoryofPersia:FromtheMostEarlyPeriodtothe
PresentTime)第1卷,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注释。
玛丽·博伊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第166页。
大维·L.怀特:《竞争与合作:18世纪印度的帕西商人和英国东印度公司》(DavidL.White,CompetitionandCollaboration
ParsiMerchants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in18thCenturyIndia),新德里:蒙希拉姆·马诺哈拉尔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页。
参见玛丽·博伊斯:《琐罗亚斯德教史》(MaryBoyce,AHistoryofZoroastrianism),莱顿:布里尔学术出版社1975年版,第
295～299页。
多萨巴伊·弗拉姆吉·卡拉卡:《帕西人的历史》,第26页。



寻找另一个住处。所有人都为他的话而高兴,并迅速驶向古吉拉特邦①。《塞犍传奇》记载:“他们在
那里(第乌)坚守信仰,又是19年过去了,直到最后,领队的圣者感应到了新征兆。”②年老的大祭司发
出指令:“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前往另一处地方定居,到达那里,我们将永享安定!”③信徒们听到这样
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他们驾驭着船队,出海扬帆,航向古吉拉特。就这样,他们仍然保持着强烈的
“宗教认同”,追随祭司所谓的“征兆”离开了第乌。他们从第乌前往古吉拉特的航程并非一帆风顺,这
些命运多舛的人再次见证了祸不单行。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了这支小舰队,他们看不到陆地,渐渐地
失去了到达目的地的所有希望。这时“宗教诉求”再次凸显了其在这一群体中的重要地位。据说,这
个迷茫和绝望的小团体在这种极端无助情况下没有放弃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宗教信仰,想起了“智
慧的神”。据《塞犍传奇》记载,为了脱离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向“至高者的宝座”献上祈祷④。帕西
人相信他们虔诚的祈祷被神听到了,因为风暴减弱了,一股轻柔的大风把他们带到了塞犍。716年,他们
安全地到达达曼(Damãn)以南约25英里的塞犍。从以上两段文字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个已经登陆印度
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群体仍然以宗教作为其强大的凝聚力,祭司是该团体的权力核心和最高决策者。

当时的塞犍只是古吉拉特邦西海岸的小渔村。塞犍王公嘉迪·拉那(JâdiRânâ)对来到这里的
波斯人感到非常好奇,也被他们的经历所打动,于是专门在一处敞开的草地接见他们。在帕西人的描
述中,嘉迪·拉那是一位“慷慨睿智、谨慎”的人,头戴华丽头巾,穿着王公长袍,坐在包裹着厚厚布帘
的王座上,接见了他们的领袖纳约桑·达瓦(NeryosengDhaval)大祭司。对双方会见的场面,《塞犍
传奇》记载道:“以学识和智慧闻名的大祭司带着礼物走到他的面前。祝福说:‘万王之王! 给我们这
个城市的一个地方……,”⑤纳约桑·达瓦大祭司向嘉迪·拉那解释了导致帕西人离开祖国的原因,
详细说明了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恳求能居住在塞犍。嘉迪·拉那起初被这些难民好战和坚强的外表
所震惊,并担心他的王位安全,所以在给予他们想要的许可之前,他让大祭司向他解释他们的宗教以
及信仰的性质。可想而知,在第乌逗留期间,帕西人对印度教徒的语言、宗教、礼仪和习俗肯定是有所
了解的,这使他们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和内容来回应嘉迪·拉那的问题,以消除他的担忧并尽可能获得
好感。据说,他们当中最有学问的人准备了16条联句(distich或schloks)来简要描述他们的宗教信
条和崇拜方式,其中自然包括对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和宗教行为的阐述,比如:“我们是阿胡拉·马兹达
(至尊存在)、太阳和五元素的崇拜者。”“我们被要求在慈善事业上慷慨解囊,特别是在挖掘水库和水
井方面。”“我们用熏香供养燃烧的火。”“我们每天举行五次宗教敬拜。”“我们每年代表祖先举行宗教
仪式。”“我们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熏香、香水和鲜花。”还有一些是对生活习惯的陈述,例如,“我们在洗
澡、祈祷、献火祭和吃饭时保持沉默。”“我们穿着圣衣苏德拉(sudra)或衬衫,佩戴腰束(kusti)或腰带,
戴有两层褶皱的帽子。”“在我们结婚的日子里,我们用歌声和乐器庆祝。”“我们给我们的妻子装饰和
香水。”“我们在祈祷和吃饭的时候都穿着神圣的衣服。”“我们仔细监察婚姻的忠诚和纯洁。”“我们对
分娩期间和分娩后的女性制定很多限制。”还包括一些有意靠近印度信仰或习俗的“伪装”成分,例如:
“我们是母牛的崇拜者。”“我们用牛的一种产品———牛尿(gaomutra)来沐浴。”很明显,印度的第一批
琐罗亚斯德教难民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伪装者”的角色,上述“联句”中大部分并不是帕西宗教的基
本原则和独有特点,而是为了获得嘉迪·拉那的青睐而特意设计的。尽管其中提到了一些琐罗亚斯
德教比较次要的宗教仪式,但并非其精髓,反而与印度教的某些仪式相近,可见“联句”的内容确实是
被有意挑选并强调的。考虑到之前他们所遭遇的一切,尤其是来自其他宗教的打压迫害,最终国破家
亡,背井离乡,此时他们急于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着陆点和庇护所,所以向当地统治者和他的臣民
隐瞒一切可能对他们来说显得怪异或有冒犯的内容,仅仅提供尽量相似于印度教的仪式,既是他们的
无奈,也是他们生存策略的体现。

相关文献还详细描述了一些颇有趣味的细节,即后来广为流传的“牛奶中的糖”的寓言故事。这
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其中细节略有差异,大体相似。据说,塞犍王公身旁站立着白衣执矛的卫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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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桑·达瓦大祭司在翻译的带领下来到嘉迪·拉那面前表达自己的一些诉求,如,“殿下,只求能让我
们在这里保留信仰的自由。”“请允许我们在这里按照我们的教义和传统繁衍后代,定居生活。”“请赐
给我们一片耕作的土地。”塞犍王公一一慨允,但随后反问道:“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你们能为这片包
容你们的国度办到什么吗?”这时,老祭司要来一个盛满牛奶的铜碗,并拿起了一勺糖倒进了铜碗中,
然后他向王公和身旁的所有人问道:“你们其中有任何人能在碗里找到我倒进的那勺糖吗?”所有人都
摇头后,祭司恭敬地对王公说:“殿下,牛奶就如您的子民,我们就如那勺糖,我们融入了你们,还有必
要区分你我吗?”①“虽然只是一个寓言,但它是整个帕西族群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这与他们对东道
国的态度有关,无论历史上的印度,还是现在面对世界。故事的讲述方式略有不同,但本质始终保持
不变。”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已无从考证,但一方面它在帕西人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另一方
面,它巧妙地总结了几个世纪以来帕西人对东道主的传统行为方式,即不会因过度的要求而滋扰当
地,反而努力为当地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不管怎么说,帕西人的请求最终成功了,得到了嘉迪·拉那的青睐,允许他们在这个城市居住,但
同时也给出了几个条件:1.放弃波斯语,讲当地的古吉拉特语;2.妇女要改穿印度当地的服饰,不得穿
着传统的波斯服装;3.男人必须解除武装,不能随身佩带武器;4.帕西人婚礼只许在夜间举行;5.改变
饮食习惯③。由于上述条件并非针对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宗教信仰,帕西人最终接受了这些条件,妇女
们开始穿纱丽,在额头点朱砂,讲古吉拉特语,服从当地政府的统治,不参与政治,主要从事农业、贸易
和手工业④。在后来的几个世纪,这些条件一直被遵守着,特别是关于不携带武器的规定,已经转化
为帕西人对当地统治者的尊重和服从⑤。

据说,嘉迪·拉那接见帕西人大祭司并进行商谈时,站在帐外的教徒们起初只是窃窃私语此番会
谈是否顺利,当他们知晓大祭司成功的消息后,这些来自波斯的难民们带着妻儿拜坐于地,每个人都
双手捧起一杯泥土,眼泪纷纷滴落其上,并缓慢地将泥土涂拭于眼睛与额头之上。接着,用水洗净手
和脸,面朝太阳,念诵着《圣带祷文》(TheKemnaMazda),进行圣带礼拜。通过这样的方式,琐罗亚
斯德教徒们感恩真神并未弃他们而去,让其在异国他乡,重建新家园⑥。

从波斯逃亡到登陆第乌,再到定居塞犍,从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宗教
和祭司在帕西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既然大祭司作为这群难民的首领或发言人在塞犍与嘉迪·
拉那谈判,从而使得帕西人定居印度成为可能,祭司的领导作用显然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早期的帕西
人团体由祭司作为领袖领导大家处理日常和宗教事务,所以大祭司的话具有权威性。正如库尔克所
说,“移居印度的帕西人手里并没有固定的成文法典以裁定社群的内部制度和秩序”⑦。他们作为一
个少数族群,并没有自己的自主政治组织;涉及刑法问题,他们实际上是接受各自统治者的审判。另
一方面,族群内部民事调解和宗教争执则留给帕西人自己。因此,帕西族群内部的司法行政权数世纪
以来都掌握在神职人员手里。在萨珊王朝,大祭司们已经掌握了最高民政官职,那么,在社群处于一
种政治领导缺位的状况时,大祭司应该起到政治首领的作用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后来,在古吉拉特邦
的每一个有帕西人群体定居的地区或城市,都有一个大祭司为首的家庭行使发言人(对外)和调停人
(对内)的职责。林悟殊曾提出,西域胡人生活的一大特色,就是教务与民事的结合。他举《魏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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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传》所记粟特康国的风俗云:“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者族,次罪者死,盗贼截其
足。”①另一方面,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祭司的意见往往通过神授或占卜而获得神圣性,进而增强
说服力,由此可见早期帕西族群的内在凝聚力主要是强烈的“宗教诉求”,这与后期掺杂了政治、经济、
种族等诸多因素的“族群认同”是有区别的。

除登陆第乌和其后定居塞犍这两件大事之外,印度第一座火庙的正式建立是印度帕西人史上的
又一重大事件。流亡者在历经多年的艰辛之后,终于找到了安身之处,有了享受安逸和幸福的前景,
于是每个人都投身于自己的职业。根据早期一些帕西作家的吹嘘,塞犍在帕西人定居之前是一片贫
瘠的沙漠,是帕西人使它变成了“天堂花园”。当然这一说法不见得是真相,因为当时的帕西族群还是
一个很微小的外来族群,能力和影响力很微弱。但是印度的帕西人并没有忘记曾经“帮助”他们度过
难关的“主”。他们记得曾在从第乌到塞犍的航程中发誓,要在高处点燃神圣的火焰,以感谢他们的
“主”从死亡之手中把他们解脱出来。所以,他们向当地的印度教领袖讲述了他们的命运,并请求得到
在塞犍建造一座火庙的许可,以履行他们作出的庄严承诺。《塞犍传奇》中记载,大祭司对当地统治者
说:“王子啊! 你在这个国家给了我们一个位置。现在我们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阿塔什·贝哈拉姆
(Atash-Beharâm,意为诸王之火;也常被称为Irân-shâh,意为流亡在外的波斯之王)。”②由于印度教
传统中也一直流行对火的崇拜,因此这一请求不仅立即得到了许可,而且还答应提供一切帮助以进一
步实现目标。然而,建立“诸王之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圣火的不同等级中,“诸王之火”是最高
级别的。组成圣火的不同火种的收集,以及对它们的奉献需要大量时间,比如他们必须收集呼罗珊的
“âlât”,即宗教必需品,如瓦尔斯(vars)、巴萨姆(barsam)等。据说,将近一年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些宗
教仪式上。

最终,在当地统治者的支持下,帕西人在塞犍建造了一座火庙。《塞犍传奇》中没有说明他们在定
居塞犍后多少年才建立了火庙。根据《帕西普拉卡什》(TheParsiPrakash)的记载,自他们在Sam-
vat772年(755年)定居塞犍以来,至建立火庙之前,似乎已经过了将近五年。所以,火庙是在大约
Samvat777年(760年)建立的。虽然这些日期并不正确,但他们在塞犍永久定居和建立“诸王之火”
这两个事件之间给出的5年的间隔,似乎是正确的③。因此,在上述定居日期(785年)上再加上5年,
得出790年是印度第一座帕西族“诸王之火”的建立日期。《塞犍传奇》说:“他们带着那些来自科拉萨
恩呼罗珊的神圣材料(âlât),无忧无虑地在那里开展工作,因为有几个(人)拥有虔诚宗教的祭司,
(人)有虔诚的习惯,已经来到了那个地方。”④这段话表明,当第一支难民队伍的移民前往呼罗珊获取
建立圣火庙所需的圣物时,呼罗珊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得知他们的共同宗教徒在印度很安全。因此,这
些人也来到了印度,可以称之为第二批难民。也许,正是这批人从呼罗珊带来了用于建立圣火庙的神
圣物品。总之,这座火庙的建立对帕西人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座火庙里所供奉的圣火火种乃
来自于波斯故土,1200多年来未曾熄灭;在此后800年内,这也是印度本土唯一不曾熄灭的琐罗亚斯
德教圣火。帕西人主要的礼拜和祭祀活动皆在这一火庙举行。他们面朝圣火,口念祷言,身行礼拜。
而在此之前,逃难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行礼拜时只能朝着灶火进行,如今恢复圣火终使其梦想成真。”⑤

由于这座火庙里所供奉的圣火火种乃来自于波斯,其他琐罗亚斯德教徒得知后纷纷迁徙此地,因此塞
犍也逐渐成为帕西人的聚集地和宗教中心⑥。同时,这座火庙的建立也意味着辗转迁徙的这群波斯
难民终于在印度成功定居。

在定居塞犍之后的三百多年间,帕西人总体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人口也得到快速的增长,族
群也因此逐渐壮大起来。《塞犍传奇》记录道:“大约三百年就这样匆匆而逝,一代代的男男女女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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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万吉·贾姆谢吉·莫迪:《帕西人早期历史中的几个事件及其日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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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新的家乡繁衍。”①据说,帕西人与当地人友好相处,休养生息。他们服从当地王公的统治,不参与当地
的政治事务。后来,古吉拉特邦的帕西人变成了农民、织工和棕榈酒生产商②,可见他们从事的行业主要
为农业、商业贸易和手工业。鲁克萨纳·南吉和霍米·达拉认为,扩张和向其他地点扩散的模式表明早
期的帕西定居者主要是商人而不是农民③。语言和习俗上的变化,可看作是帕西人为适应新环境所做的
一种自我调整,也正是这样的调整使其得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传统,在印度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生存至今。

虽然帕西人最初来自波斯,但大部分人都与波斯的社会、家庭失去联系,与波斯也没有共通的语
言。自从多批琐罗亚斯德教徒来到印度并在塞犍定居,帕西人已经融入印度社会,成为印度一个重要
的少数民族。所以,定居塞犍并建立第一座火庙,可以看作是印度帕西族群的正式形成。此时宗教信
仰仍然是他们的主要凝聚力,信仰自由仍然是他们这个群体的核心诉求,但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一“宗教
身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首要的标签,外来的一个新族群成为新的集体标签,群体的“异地共生”已上升
为他们的第一关注点,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族群意识”已经开始在异国他乡逐渐萌生。

三 印度帕西人身份的他人认定和自我认同的强化

帕西人在定居塞犍后的三百年里,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没有受到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或异族压
迫。也正是这个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搬到了印度的其他地方。根据印度早期旅行者的各种零星叙
述,帕西人在9世纪中叶之前已在“上印度”(UpperIndia)的很多城市定居。但他们是从印度西部到
那里,还是后来从波斯直接迁徙而来,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从10世纪末开始,塞犍的帕西人开
始向外部迁徙,如迁往北部的坎贝(Cambay)、安科莱斯瓦(Ankleswar)、瓦里夫亚(Variâv)、旺卡纳
(Vânkâner)和苏拉特(Surat),南部的塔纳(Thana)和焦尔(Chaul),还有布罗奇(Broach)和纳奥萨里
(Naôsâri)。总之,帕西人开始在印度“生根发芽”,并在处理与其他宗教、种族之间的关系中,以及在
保卫家园的战争中,族群认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第一,“塞犍保卫战”与印度帕西人家园意识的表现。大约发生在1305年的一件事,唤醒了帕西
人的家园意识和团结精神。古吉拉特苏丹国王穆罕默德·贝格达(MahmudBegada)[一说为德里苏
丹国卡尔吉王朝的阿拉·路德·丁·希勒吉(Ala-ud-dinKhilji,1297—1317年)]派遣的阿尔普汗
(AlpKhan或Alafkhan)将军率领军队进攻塞犍。帕西人帮助印度教的塞犍首领对抗入侵,表现出
惊人的勇气和担当。

苏丹将军率领三万人到达塞犍之前,当地印度教统治者意识到自己的军力不足以应付敌人的强
大攻势,因此请求帕西人的帮助,对他们说:“我的祖先高举你,对你的人民施以厚礼,在我的困难中,
你应该表达你的感激之情,并发挥你们的作用,在战斗中带路。”④帕西人并没有忘记他们对塞犍统治
者的承诺,立即答应保卫这个曾经接纳了他们祖先定居的国家。他们回复说:“不要害怕,王子! 因为
有我们这支军队:我们所有人都准备好砍掉你的敌人的头颅,只要我们的血管里还有一滴血,我们就
会战斗。在战斗中,我们从不让步;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会转过身去。”⑤他们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也许
也已经知道,如果苏丹军队成功,他们的宗教将再次受到威胁,他们的生活将再次陷入困境,所以他们
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出来保卫塞犍,将塞犍视为自己的家园。尽管他们曾经发誓永不携带武器,但他们
认为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他们完全有理由拔出剑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因此,在阿尔德希尔(Ardeshir)
的领导下,一支由1400名帕西人组成的武装加入印度教军队。这使得印度教统治者鼓起勇气,为即
将到来的决定他的王国命运的斗争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很快,在塞犍以外几英里处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据说,战斗中印度教徒无法抵御伊斯兰教徒的猛
烈进攻,于是逃离了战场。然而,他们的帕西族盟友并没有感到沮丧。帕西人不惜生命为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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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园而战。帕西人领袖阿尔德希尔英勇地带领族人前进,最终打散了敌人的队伍,使敌人陷入混
乱。敌军很快就崩溃了,阿尔普汗最终溃逃。受到成功鼓舞的阿尔德希尔对印度教统治者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讲话:“王子! 敌人出现的数量比以前更多。他们是我们的一百倍,但请看我们的勇气。我
们要么放弃我们的生命,要么夺走我们敌人的生命。”①在随后的战斗中,阿尔德希尔将一位最著名的
伊斯兰将领从马上摔下来并用利剑刺死。阿尔普汗目睹了这一幕,恼怒不已,亲自率领军队对帕西人进
行猛烈攻击。双方杀戮惨烈,刀光剑影,一支飞镖击中了阿尔德希尔,他从马鞍上一头栽倒,血染黄沙。
帕西军队失去了首领后变得犹豫不决,最终被敌人彻底击溃。塞犍的印度教首领也在这场战斗中阵亡。

塞犍保卫战后,阿尔普汗成为塞犍的新主人。帕西人很快意识到,塞犍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家园。
塞犍这个曾经救帕西族群于水火之中、真正地见证了帕西族群形成和初步发展的地方,最终淡出帕西
人的历史。在那之后,大多数帕西人逃离塞犍,在塞犍只剩下几户祭司,比如《塞犍传奇》中提到一位
库哈斯特(Khujastê)和他的儿子库什马斯特(Khushmast)仍然住在那里。1839年,孟买传教士约
翰·威尔逊博士访问塞犍时,发现那里只有一两个帕西人家庭,还有一个“寂静之塔”的废墟。死者的
“寂静之塔”现在是该地区唯一存在的帕西人定居点纪念物。

第二,帕西人在与印度其他宗教团体、族群之间的冲突中激发出更强的族群意识。从现有的记载
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帕西族群的各种迁徙原因,除了塞犍保卫战失利之外,还有受到伊斯兰教徒或
拉杰普特人的压迫、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为了转移圣火的需要等。

首先,帕西人虽然整体上与印度本土居民相安无事,但难免发生摩擦和冲突。比如,一些帕西人
一直留在古吉拉特邦南部,942—997年,他们被吸引到位于马希河口的库玛里卡·克什特拉(Ku-
marikaKshetra)寺庙附近。第一批来的人在贸易方面获得了成功,其他的人紧随其后。随着时间的
推移,帕西人的势力变得强大,以至于他们生出一些霸道的行为,并迫使印度人离开了这座城市。迁
离的印度人中有一个瓦尼亚斯(Wanias)的达萨拉尔(DasaLar)种姓的人卡利亚莱(Kalianrai)。他在
苏拉特避难,并通过买卖珍珠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一大笔财富,使他有足够的能力召集一群拉杰普特人
(Rajput)和科利斯人,并在夜间袭击帕西人,用剑杀死了许多帕西人,还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幸存
的帕西人也都逃走了;最终,在库玛里卡·克什特拉没有一个帕西人。

其次,帕西人曾经受到拉杰普特人的排挤。拉杰普特人作为印度的尚武民族,约在7世纪开始成
为北印度的新兴力量,直到12世纪末阿克巴大帝统一北印,北印诸拉杰普特王国一直都处于不断混
战之中。瓦里夫亚(Variav)曾作为帕西人的定居点,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拉杰普特人的统治之下。11世
纪末,拉坦普尔(Ratanpur)的拉杰普特首领拉贾(Raja)曾要求帕西人缴纳更多的税费和贡品。帕西人拒
绝这一要求,并多次击败了被派来强制执行的军队。据说,无法达到公开为自己报仇目的的拉杰普特人
以一场婚礼作为诱饵,对前来参加婚礼的所有人进行屠杀,甚至连妇女儿童也不曾放过。今天,在瓦里
夫亚及其周边地区,仍然可以看到人们每年都在举行宗教活动来悼念在这场蓄意屠杀中罹难的先人②。

再次,帕西人与伊斯兰教徒的关系一直不融洽。坎贝是帕西人最早从塞犍向外迁徙的地方之一,
这里的帕西族群曾一度发展到很强大的地步。12世纪,坎贝的帕西人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了一场
冲突。被击败的伊斯兰教徒派人前往安希尔瓦达(Anhilvada)会见查鲁基亚(Chalukya)国王悉达
杰·杰辛(SidhrajJaysing,1094—1143年),向他抱怨帕西人和印度教徒袭击了伊斯兰教徒并杀死80
人,摧毁了他们的清真寺和尖塔。国王相信伊斯兰教徒受到攻击,所以命令坎贝的婆罗门、琐罗亚斯
德教和其他教派(耆那教)各派遣两名领袖到首都安希尔瓦达接受惩罚。另外,他给伊斯兰教徒足够
的钱来重建他们的清真寺和尖塔③。1297年,德里苏丹征服古吉拉特地区,坎贝城横遭劫掠,帕西人
口急剧下降,并且和印度教徒一同受到德里派来的伊斯兰总督的统治,必须缴纳人丁税。阿米尔·库
斯鲁(AmirKhusru)在《阿希卡》(Ashika)中的记载表明帕西人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蔑视④。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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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印度北部处于德里苏丹国的统治之下,受到突厥和阿富汗贵族的伊斯兰统治。德里苏丹国各王
朝的统治阶级都是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军事封建贵族,以突厥人和阿富汗人“四十大家族”为核心,占
领大量的作为军事采邑的土地,并依靠中亚外族雇佣军为统治支柱。德里苏丹国统治者通过武力征
服的方式来传播伊斯兰教,对印度各民族、各宗教采取敌对、歧视、迫害等高压统治政策,强行征收人
头税,摧毁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庙宇,强迫广大民众改宗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徒自然也在其列。

最后,帕西人似乎也曾遭到来自天主教徒的改宗滋扰。塔那(Thana)的一些传统文献中提供了
一则有趣的事件。据说,萨尔赛特岛(Salsette)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曾经想迫使帕西人成为天主教
徒,甚至该地当局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帕西人认为公开抵抗是徒劳的,于是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谋来
躲避即将面临的宗教迫害。他们一起去见当地总督并告知后者已经准备好接受天主教,表示愿意在
下个星期天受洗,但要求两三天的宽限,以便他们做最后一次圣火崇拜仪式,并在皈依前有一天的欢
乐时光。总督对这种愿意皈依的请求感到非常高兴,于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大意是:“在这一天,任何
人都不应该干涉帕西人的仪式或他们的庆祝方式。”宴会上,所有的官员都被邀请了,客人们尽情地畅
饮狂欢,觥筹交错,帕西人则在音乐和舞蹈的伴奏下,趁机悄悄离开了这座城市。他们的战略非常成功。
他们在没有武力迫害的情况下到达了塔那以南20英里的卡利安(Kalyan),并在那里定居下来①。

第三,帕西人在印度的进一步扩散与融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帕西人在印度不断地从塞犍向外
迁徙,扩大了帕西人的活动范围,逐渐形成了很多聚居地。同时,随着印度琐罗亚斯德教圣火的多次
转移,形成了多个帕西人的宗教中心。

塞犍的印度教政权被推翻后,帕西人在伊斯兰军队的统治下遭受了不少磨难,最终他们中的大部
分人迁徙到塞犍以东约八英里的巴鲁特(Bahrut)山区,这些再次被迫迁徙的帕西人同时也带走了他
们的圣火。然而,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停留多久。根据《塞犍传奇》的说法,逃亡者在此逗留了12年之
后,离开了这个山区,仍然带着他们的圣火,去了位于纳夫萨里(Navsari)东北方约五十英里处叫班士
达(Bansda)的小镇。后来,少数帕西家族定居此地。又过了14年(1331年,一说1419年),在帕西人
中颇有声望的常噶·阿萨(ChangaAsa)说服纳夫萨里的祭司,他们将圣火带到了纳夫萨里这一帕西
人的重要集居地。当时,早期移居那里的帕西人已经成为一个富裕而有影响力的团体。从15世纪末
印度帕西人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社区来往书信中可以看到,塞犍的名字几乎没被提及,相反常常提到
了纳夫萨里、苏拉特、安科莱斯瓦、布罗奇、坎贝等地,因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帕西人口已经逐渐由塞犍
迁徙到这些地区②。

莫卧儿帝国时期(1526—1858年),生活在印度的帕西人处于宗教宽容的环境下,帕西人的宗教
更获得了皇帝青睐,其社会地位因此大大提高,生活也有了更大的保障。莫卧儿皇帝继承蒙古帝国的
宗教宽容政策,一改德里苏丹时期对非伊斯兰教徒的歧视迫害,对印度本土的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
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皆平等对待。特别在阿克巴(Akbar,1556—1605年)执政时期,他试图建立一神教
的企图更有利于帕西人的发展③。1573年,阿克巴占领古吉拉特地区。当时,纳夫萨里的琐罗亚斯德
教祭司美治·拉那(MerjiRana)名声极好,为人谦逊,受人尊重且富有学问,受到了阿克巴大帝的接
见。阿克巴大帝为帕西人的教义所打动,向这位大祭司无偿赠送200亩土地作赏赐。阿克巴进而对
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产生浓厚兴趣,将波斯克尔曼的祭司接进德里的皇宫,听其讲解琐罗亚斯德教教
义、专门术语、礼节礼仪等。他还要求臣子阿卜·法扎(AbuFazal)建立一座火庙,圣火日夜不熄,以
表对帕西人宗教信仰的尊重。他甚至还在宫殿中建造小型的圣火神龛等④。阿克巴曾于1576—1579
年间在宫殿里多次主持印度各宗教的对话活动,其中包括帕西人的琐罗亚斯德教。所以,这一时期的
帕西人不仅很少受到压迫,而且有些帕西祭司还被皇帝分封为“扎吉尔”⑤,可以管理自己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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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万吉·贾姆谢吉·莫迪:《帕西人早期历史中的几个事件及其日期》,第25～27页。

④ 多萨巴伊·弗拉姆吉·卡拉卡:《帕西人的历史》,第50、3～6页。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6页。
“扎吉尔”的意思是奖励获得的土地。封地人即扎吉尔,有权终身征收封地税收,但不能世袭,没有封地的所有权。此外,他
们必须为皇帝提供军事服务。



随着帕西族群的不断壮大,大约在1543年,为了避免各自在宗教事务中的行动范围出现分歧,古
吉拉特各地的帕西人被分为5个“道”(panthak)①,从南往北分别为:塞犍道,即塞犍纳斯地区,中心
为帕西人重生之地塞犍;纳夫萨里道,即巴格拉斯地区(Bhagarias),以港口城市纳夫萨里为主;戈达
夫拉斯(Godareh)道,即戈达夫拉斯地区(Godavras),包括安格勒撒在内的大片农耕村落;布罗奇
(Broach)道,即围绕港口城市布罗奇建立的布罗奇勒斯地区(Bharuchas);坎贝道,即以古老而富裕的
港口城市坎贝为中心建立的坎贝塔斯地区(Khambattas)。每个地区都组建独立的议会,管理事务,
及与土著打交道,议会成员皆是各地区的长老、祭司。早期,帕西人将波斯式管理社群的方式应用到
各处聚居地上。每当新的聚落建立时,塞犍总部都会派出一名祭司及助手到那里建立村务长老会
(panchayat)。长老会由世袭的祭司执掌,处理日常事物,主管族人礼拜祭祀等。后来,每个“道”也至
少拥有一个祭司来负责当地的宗教和日常事务,称为掌道人(panthaki)。但他们同时都以火庙的名
义,奉母乡塞犍为宗主,对其尽忠②。

起初,规定五道各祭司不得相互插手其他地域的管理,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争端③。但是,随着族
群发展和利益分化,最终因为矛盾加深而引发了一系列族群内部的纷争,直到1765年,为了解决争
端,修建了印度第二座供奉“至圣之火”(AtashBeharam)的火庙。塞犍、纳夫萨里和乌德瓦达相继因
作为圣火的停留地而被帕西人奉为宗教中心。17、18世纪纳夫萨里的帕西人遭受自然和人为的双重
迫害,1707年,在纳夫萨里遭到马拉塔人(Maharashtrians)的袭击时,帕西人被迫将圣火转移到苏拉
特,大量的帕西人也从纳夫萨里迁徙到苏拉特。从那时起,苏拉特逐渐取代布罗奇成为帕西人最主要
的商业中心,也是帕西人最主要的聚居地区。

随着莫卧儿帝国逐渐衰落,苏拉特、纳夫萨里地区的政治极不稳定,并且经常受到周边马拉塔人
的突袭,因此这样的投资环境对于商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那些依赖于国内外贸易的商
人也都纷纷前往孟买,其中以帕西人最为突出。18世纪末,由于河流泥沙在港口的游积,使得大量的
船只无法正常通行,以及此时孟买的不断壮大,苏拉特的经济实力被严重削弱,并最终被孟买所代替。
孟买在19世纪成为西印度地区的商业中心,也成为帕西人的又一个聚居地,甚至成为后来最重要的
帕西族群中心。

根据巴斯的族群边界论,个人选择与社会确认共同构成族群建构的两个决定性因素。而社会确
认往往是基于某些客观的社会事实,如印度帕西族群的波斯种族来源、琐罗亚斯德教徒身份、波斯语
等,但这些客观的条件未必必然生产出同质化的族群认同,它们同样依赖于群体成员作为个体的自我
意识和归属认同,如帕西人坚定的宗教选择和日渐强化的族群认同,这些因素最终使得帕西族群成为
稳定的族群,在印度得到社会的认同。至此,经过近千年的迁徙繁衍,帕西人终得以在异乡印度扎根
定居,站稳脚跟。林悟殊认为,这段时期可说是帕西人“世代惨淡经营的历史”④。一方面,帕西人作
为萨珊波斯帝国的后裔,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逆境生涯,依然保留着一定的民族精神⑤。琐罗亚斯德教
始终是他们的精神标识。另一方面,帕西人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持续增强,以宗教诉求为主的共生
属性也逐渐转变为以族群认同为主的共生属性,这是印度帕西族群共生逻辑的核心。

四 结  语

族群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成员之间按照一定关联模式结合在一起的共生体,往往存在一种具有
普遍规律的共生逻辑结构。帕西人的族群关系从本质来讲也是一种人类共生关系,必然要遵循具有
普遍意义的共生法则和内在逻辑。8世纪帕西人最初登陆印度并主动调适以求在印度获得生存空
间,这是微小群体在特殊社会环境下,为实现心理与社会的内外交互平衡而采取的生存策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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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hak,意为教会职务和管辖权的范围。该区域的祭司首领被称为“Panthaki”(掌道人,即拥有Panthak的人)。
玛丽·博伊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第167页。

⑤ 多萨巴伊·弗拉姆吉·卡拉卡:《帕西人的历史》,第61、242页。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第15页。



归因”的基础是可见利益,族群的个体价值是族群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没有个体的价值诉求,无所
谓群体的共同价值及整体效应。所以,满足每个逃亡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强烈宗教诉求是这一群体
早期的核心价值。诚然,个体价值是族群形成的基本条件,但反过来,共同价值则在族群行为模式中
处于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族群的共同理念是族群存在的现象特征,也体现了个体价值的共生效应。
族群并不是在地域、经济和社会隔绝状态下形成的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一种人们在社会交往互
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或组织,“他人认定”也是族群形成的重要驱动力。在后来的发展中,帕西族群的
核心纽带依然是琐罗亚斯德教及其祭司,但是在与当地政治力量、宗教力量、世俗力量的冲突、交往
中,帕西人的族群意识不断强化,共生属性也从早期简单纯粹的宗教诉求转变为复杂多元的族群认
同,形成了更加稳定的族群关系和更加良好的共生模式。

巴斯明确指出:“族群并不必然与‘文化,有着对应关系,归根结底,族群是当事者本人归属与认同
的范畴,这种范畴最重要的是社会边界的形成,而不是群体所附带的文化特质。在当事人出于互动的
目的使用族群身份来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分类的时候,他们就构成了组织意义上的族群,族群是文化差
异下的社会组织。”①族群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内部之间的关联度决定其相对稳定的根本属性,良好的
共生模式则具有优化族群共生结构、扩大族群共生向度、加强族群共生效应等作用。帕西族群在区分
宗教他者、坚守自我信仰、保留宗教身份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的宗教团队互动、社会团体互动、族群
互动之后,通过“自我归因”和“他人认定”形成清晰且固定的社会边界和群体归属,表现出从“宗教诉
求”到“族群认同”的共生逻辑结构转变。其共生法则和内在逻辑揭示,印度帕西族群的形成与发展是
一个共生体在共同价值的驱动下,自我建构、自我改革、自行趋优、不断提高自身的共生度和适应度的
复杂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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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late7thandearly8thcenturies,someZoroastriansinPersiawereforcedtoleavetheirhomelandbecause
oftheirunwillingnesstoconverttoIslam,andtheyformedagroupdrivenbycommon“religiousclaims”andlandedin
Indiainthemid-to-late8thcentury.Afternearlythreehundredyearsofhardwork,thisgroup,byconstructingthe
identityoftheotherandperfectingthemodeofsymbiosis,successfullysettledinSanjanandestablishedfiretemples.
Theywereabletointegrateintothenewenvironmentandbecomeanewcommunity,whichwascalled“Parsis”bythe
Indians.Fromtheendofthe10thcenturytothemiddleofthe16thcentury,theParsisstrengthenedtheir“ethnic
identity”intheirinteractionsandconflictswithdifferentethnicandreligiousgroups,andbecameasolidethnicgroup
undertheco-constructionofpersonalchoiceandsocialconfirmation.TheycontinuedtomigrateoutwardwithSanjanas
thecenter,andultimatelyformedfivereligiousdistrictsand multiplesettlementcenters.Theformationand
developmentoftheParsisisaprocessofself-organizationthatcontinuouslyincreasesthedegreeofgroupsymbiosisand
socialadaptationtostrengtheninteraction.Inthisprocess,theevolutionarylogicfrom “religiousclaims”to“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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